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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降成本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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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使用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影响民营企业
运营和进入－退出的各种成本因素。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我们用
模拟矩方法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Ｍｏｍｅｎｔｓ）估计了企业动态模型
的参数。我们的政策试验表明，减税、降低运营成本或者降低进入
成本的单一措施尽管能够带来人均产出的提高，但是会造成就业率
的下降；如果这些措施与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相结合，只要融资成
本能够下降１０％，就业、人均产出、劳动力在企业之间的配置效率
均可以得到显著提高。

　降成本，企业进入，企业退出
ＤＯＩ：１０．１３８２１／ｊ．ｃｎｋｉ．ｃｅｑ．２０１９．０２．１０

一、引　　言

２０１８年以来，中国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遭遇了国内外多重挑战。进
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企业竞争力，对于贡献了７０％左右出口、
创造了８０％左右就业的民营经济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民营经济最关心的问
题是什么？自然是 “降成本”。根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的报告，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高企，企业家希望通过减税和简政放权等
措施，实实在在降低企业成本。２０１６年８月，国务院下发了 《关于印发降低
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的通知》，从税费、融资、制度性交易成本、人
工、能源、物流成本六个方面做出了工作部署。本文尝试从一个动态的视角，
研究不同的降成本路径对企业进出、产出、就业、工资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
影响，为降成本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那么研究降成本会涉及哪些理论上的考量呢？第一，在中国经济的转型

过程中，政府在降成本中的行为边界在哪里？应当侧重于降低企业的经济成
本，还是全社会的制度成本？比如，是拿出真金白银，通过减税降费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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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的经营成本；还是通过发展区域性中小银行 （鄢萍，２０１２），借助市场
的力量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或者通过户籍改革和社会保障一体化改革，
消除劳动力流动的障碍；抑或通过商事制度改革来放松对企业进入的管制？
第二，降成本会通过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影响生产率。Ｂｒａｎｄ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发
现，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２／３的进步来自高生产率企业的
进入和低生产率企业的退出。降成本不仅意味着改善在位企业的盈利能力，
也意味着降低潜在企业的进入成本，给更多潜在的高生产率企业试水的机会，
从而为资源在企业间的再配置减少障碍。但是降低进入成本也可能吸引大量
的低生产率的企业进入，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第三，降成本是一项系统工
程，不仅通过改变企业的要素需求引起要素价格的变化，而且与政府的财政、
金融政策密切相关，各项降成本的举措还会互相叠加产生交互影响。
由此可见，研究降成本需要全面考虑不同成本对企业决策产生的一般均

衡影响，而基于直接测算或者简化式回归的传统研究方法无法把影响企业行
为的各项成本系统地融合在一个模型里进行分析。综合以上考量，我们构建
了包含企业进入－退出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作为研究降成本的切入点，用以
讨论税费、管制、融资、劳动力市场改革等不同降成本的举措对企业行为的
影响及其宏观效果。
我们采用动态优化模型来描绘企业的决策过程，并根据模型所导出的政

策函数来获取模拟的企业动态数据。然后使用模拟矩方法２拟合模拟数据与实
际数据的矩，获得模型的参数。根据参数估计结果可以很方便地进行政策试
验。在我们的结构模型中，基本参数决定了微观企业最优的决策规则，其取
值并不会轻易地被外部冲击改变。因此，我们可以假定一项政策只影响其对
应的参数而不影响其他基本参数。通过对比模拟政策实施前后的企业行为，
我们就可以对该政策进行定量评估，而且不会招致卢卡斯批判。另外，这种
基于结构模型的政策试验方法还便于剥离外部需求波动等非政策因素对研究

对象的影响。
根据模型的政策试验，我们找到了降成本的核心抓手。我们发现，降成

本需要打政策组合拳。减税、降低运营成本或者降低进入成本等单一政策尽
管能够带来人均产出的提高，但是会造成就业率的下降；如果与降低融资成
本相结合，只要融资成本能够下降１０％，就业、人均产出、劳动力在企业之
间的配置效率均可以得到显著的提高。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文献，第三部分给出理论模型，第

四部分描述数据，第五部分讨论估计方法和估计结果，第六部分分析政策试
验结果，第七部分作结。

２ 具体的方法在Ａｄｄａ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２００３）中有详述。



第３期 吴化斌、鄢　萍：企业降成本的路径选择 ９６９　　

二、文献综述

２００４年以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特别是工资成本迅速上升 （蔡昉，２００７，

２０１０），有人担心中国制造将逐渐丧失其劳动力成本优势。《２０１６中国企业经
营者问卷跟踪调查报告》（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２０１６）显示，人工成本上升
是企业面对的首要困难。但是，“降劳动力成本”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 “降工
资”。事实上，劳动力成本主要是针对劳动力的需求方———企业而言的，而工
资是劳动力市场供求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降低企业成本，恐怕还需要在工
资成本以外的领域下功夫”（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 “中国劳动力成本
问题”课题组，２０１６，第７７页）。在我们的一般均衡模型里，影响企业成本
的各项因素将导致工资这个内生变量发生调整，降低企业成本的举措并不意
味着工资会降低。
在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中，除了工资，劳动力的调整成本也是重要的组成

部分。Ｈａｍｅｒｍｅｓｈ　ａｎｄ　Ｐｆａｎｎ （１９９６）把调整成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内部成
本，它们与生产直接相关，例如人员变化所带来的生产流程的重新组织和人
员的培训；另一类是不直接与生产相关的外部成本，表现为招聘费用、解聘
补偿以及相关的法律和行政成本。值得一提的是，除招聘费用、解聘补偿等
少数几种成本外，大多数时候各种调整成本交织在一起，无法直接测量。本
文借鉴Ｃｏｏｐ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２０１８），通过研究企业的动态行为，间接地估计
出劳动力的调整成本函数。这种方法直接将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决策置于多期
优化的环境中，是对简化式回归方法 （丁守海，２００９，２０１０；方明月等，

２０１０）刻画中国企业的劳动力需求行为的补充。与我们研究的焦点不同的是，

Ｃｏｏｐ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研究的是劳动法规通过增大企业的劳动力调整成本对于
企业用工行为的影响，并未涉及企业的一些其他成本 （譬如综合税费）。我们
从多方位研究降成本，在理论上扩展了他们的模型。
在企业的融资成本方面，民营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是个老生常谈的

话题。然而对融资成本与其他成本交互作用的研究却不多见。在Ａｌｖａｒｅｚ　ａｎｄ
Ｖｅｒａｃｉｅｒｔｏ（２００１）的一般均衡模型里，解聘补偿会降低均衡利率，导致更高
的资本－产出比。Ｃｏｏｐ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通过模拟发现，中国的 《劳动合同
法》中的解聘补偿条款会降低人均产出、总就业和劳动力要素在企业间的配
置效率，而金融改革带来的民营企业融资成本降低能够对冲上述不利影响。
本文在引入综合税费成本后，印证了他们关于融资成本的发现。
近年来，制度成本 （也称作体制成本）越来越受到关注。周其仁 （２０１７）

指出，中国经济在１９７８—２００８年间的高速增长离不开体制成本的降低，然而
近年来体制成本快速上升，表现在税费、行政审批、寻租、管制等方方面面，
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突出问题。在国务院２０１６年印发的 《降低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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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中也提到，要使企业税费负担、融资成本、制度性
交易成本等得到合理和有效的降低。
税收是制度成本中最为显性的部分。周其仁 （２０１７）提到，在１９９５—

２０１２年间，全国税收总额增长几乎等于同期经济总量以及工资增长的２倍。
如果用企业纳税总额与实现利润之比来度量，中国企业的有效税率为８３％，
而美国和韩国分别是４７％和３２％ （张金昌等，２０１７）。除 “税”之外，各项
“费”对于企业来说也是不小的负担。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 “中国劳
动力成本问题”课题组 （２０１６）的研究表明，除了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企
业最大的成本支出来自各种税费，使得企业所得受到挤压，让人们误以为劳
动力成本过高。根据吴珊和李青 （２０１７）的测算，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间企业平均
纳税占企业总税负的５５％，而各项政府性收费和社会保险费分别占到了３３％
和１２％。因此，要谈企业降成本，必然绕不开降低企业缴纳的税费。
税收不仅影响在位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创新活力 （Ａｇｈ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ｏｗｉｔｔ，

１９９２），也会影响企业进入。Ｄａ　Ｒ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发现，公司所得税税率降
低１０个百分点，企业的进入率就会提高１．４个百分点。而更多的企业进入，
就有可能通过竞争淘汰低效率的企业，改变要素均衡价格，提高要素配置效
率 （Ｍｅｌｉｔｚ，２００３）和全要素生产率。盖庆恩等 （２０１５）估算发现，劳动力的
价格扭曲通过资源配置的渠道造成了３３％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而消除要素
在企业之间的错配，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将有３０％—５０％的提升空间 （Ｈｓｉｅｈ
ａｎｄ　Ｋｌｅｎｏｗ，２００９）。盖庆恩 （２０１５）和Ｈｓｉｅｈ　ａｎｄ　Ｋｌｅｎｏｗ （２００９）这两篇文
章使用的都是静态模型。本文在一个包含调整成本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研究
税收如何影响要素价格以及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对现有文献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除了税费，各种管制和行政审批也在外部影响着企业成本，包括进入成

本和运营成本。根据世界银行 （２０１７）的报告，２０１６年，在中国新成立一家
企业需要经过９项审批和２８．９天，而美国是６项程序和５．６天。夏杰长和刘
诚 （２０１７）检验了审批对企业交易费用和收益率的影响，发现减少审批虽然
会让更多低效率的企业进入，但也增加了市场竞争。Ｆｉ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５）认为行政审批通过筛选出高效率的进入企业，节省了社会成本，但同
时进入成本的增加也增加了交易费用。
前面提到的与中国企业的成本 （劳动力成本、融资成本、税费成本、进

入成本、运营成本等）相关的研究，在视角上各有侧重，但缺乏一个理论整
合框架。我们构建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同时考虑了上述成本，并在此基础上
通过政策试验分析降成本的不同路径对企业行为、就业、工资、资源配置效
率以及社会福利的影响。

三、模　　型

模型中包含企业部门和家户部门。企业部门由很多个异质性企业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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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在每一期都面临各不相同的盈利能力冲击。家户拥有企业，企业向政府
缴纳税费，税后净利润归家户所有。所有税收收入转移支付给家户。家户在
一个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向企业提供劳动力并获得工资。家户中的成员分为
就业者和未就业者。每一期，在不同企业就职的工人获得的基本工资相同，
但总工资则由于工时不同而存在差异。

（一）企业部门

每一期期初，企业观察到自己的盈利能力Ａ，给定上一期的员工人数

ｅ－１，企业基于对下一期盈利能力Ａ′的预测，决定是继续经营还是退出市场。
继续经营的企业选择当期的员工人数ｅ和员工的平均工时ｈ。假设企业退出市
场的价值为０，继续经营的值函数为Ｖｃ （Ａ，ｅ－１），企业的动态优化问题为：

Ｖ （Ａ，ｅ－１）＝ｍａｘ ｛Ｖｃ （Ａ，ｅ－１），０｝， （１）

其中：

Ｖｃ（Ａ，ｅ－１）＝ｍａｘ
ｅ，ｈ
（１－τ）［Π（Ａ，ｅ，ｈ）－ω（ｈ）ｅ－ω０Γ－Ｃ（ｅ－１，ｅ）］

＋βＥＡ`｜ＡＶ（Ａ′，ｅ）， （２）

式 （２）中τ代表税率，Π （Ａ，ｅ，ｈ）代表当期的收益，ω （ｈ）ｅ是劳动力
获得的总报酬，ω０Γ 是用基本工资ω０ 衡量的企业的运营成本，Ｃ （ｅ－１，ｅ）
是劳动力的调整成本，β是折现因子。
根据Ｃｏｏｐ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以及Ｈｏｐｅｎｈａｙｎ　ａｎｄ　Ｒｏｇｅｒｓｏｎ （１９９３），我们

假设资本不存在调整成本３，并使用 “收益”这一名词来代表产出中去除了劳
动力以外的要素的贡献之后的部分，以便我们能把讨论的重点放在劳动力上。
收益函数表达式如下：

Π（Ａ，ｅ，ｈ）＝Ａ （ｅｈ）α， （３）

其中ｅｈ代表总的劳动力投入，α是劳动力的收益弹性。这里的Ａ 囊括了一切
会影响收益的冲击，包括技术冲击，对该企业产品的需求冲击，以及其他要
素价格的变化。沿袭Ｃｏｏｐ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我们把Ａ 叫作 “盈利能力”。假
设在ｔ期期初，企业ｉ的盈利能力的对数服从下面的一阶自回归过程：

ｌｏｇ （Ａｉｔ）＝μ＋ρｌｏｇ （Ａｉ，ｔ－１）＋ηｉｔ，

其中对盈利能力的随机扰动ηｉｔ～Ｎ （０，σ２）。
假设劳动力获得的工资率服从下面的形式：

ω （ｈ）＝ω０＋ω１ｈζ， （４）

３ 这个假设比较强，但是考虑资本调整成本会加大企业动态优化问题的状态空间维度，从而大大降低
模型的可计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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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ω０ 为基本工资，ζ＞０是基本工资以外的部分对于工时的弹性，该参数越
大就表明企业支付的加班费对于工时增长得越快。企业可以把改变现有员工
的工作时间和调整员工人数看作一对替代品。在盈利能力高企的时候，ζ越
大，企业就越倾向于多招募新员工；但如果劳动力调整成本比较大，企业就
会倾向于让已有员工延长工时。
传统的调整成本函数通常包含凸性的线性项和二次项，企业付给职业中

介机构的费用、企业付给员工的解聘补偿都可以表现为关于员工人数变化的
线性函数。而二次项的部分代表调整力度越大，重新组织生产流程和培训工
人的难度越大。近年来的文献也非常关注将非凸性纳入调整成本函数当中
（如Ｃｏｏｐ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非凸性的调整成本可以构造为固定成本，例如，
为新聘员工设计培训课程，以及与劳动仲裁部门等行政机构交涉产生的成本
等。非凸性的调整成本导致企业不愿对盈利能力的微小变动做出调整员工数
量的反应，而一旦做出反应，必然是 “大动作”。非凸性设定的最初想法来源
于微观企业数据的特征：企业员工人数的变化率要么等于或接近零，要么远
远偏离于零。事实上，在表１呈现的数据的矩里，有３４．９％的企业员工数量
的净变化率等于０，并且有相当大比例 （１５．８％）的企业的员工数量的净变化
率大于０．３。
劳动力的调整成本函数可以有以下几种情况：

如果ｅ＞ｅ－１，

Ｃ （ｅ－１，ｅ）＝γ＋ （ｅ－ｅ－１）＋
ｖ
２
ｅ－ｅ－１
ｅ－１（ ）２ｅ－１＋Ｆ＋ ． （５）

如果ｅ＝ｅ－１，

Ｃ （ｅ－１，ｅ）＝０．

如果ｅ＜ｅ－１，

Ｃ （ｅ－１，ｅ）＝γ－ （ｅ－１－ｅ）＋
ｖ
２
ｅ－ｅ－１
ｅ－１（ ）２ｅ－１＋Ｆ－ ． （６）

此外，假设企业可以自由选择进入和退出市场。进入市场需要支付一定
的固定成本κ。企业只有在选择进入之后才能知道当期的盈利能力。新进入的
企业会选择最低的员工人数。
企业的自由进入条件是：

ＥＡＶ （Ａ，ｅ－）＝ω０κ． （７）

这一条件决定了市场的基本工资ω０。

（二）家户部门

我们把家户成员的个数标准化到１，用Ｎ 表示家户中的就业者人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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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用ｃｊ 和ｈｊ 分别代表家户中第ｊ个就业者的消费和工时，用ｃｎｐ代表每个非
就业者的消费。
家户成员的效用函数为：ｕ ［ｃ－ｇ （ｈ）］－ξΠ（ｈ＞０），其中ξ是工作带

来的效用损失，Π（ｈ＞０）是工作与否的示性函数。假设ｕ （·）是严格递增
的凹函数。ｇ （·）是工时带来的效用损失，它是严格递增的凸函数。不同的
企业提供给工人不同的工资－工时组合 ［见式 （４）］。
家户通过选择其个体的消费，最大化如下目标函数：

∑
ｊ∈ｅｍｐ
ｕ［ｃｊ－ｇ（ｈｊ）］＋（１－Ｎ）ｕ（ｃｎｐ）－ξＮ， （８）

其中第一项是对家户当中的就业者求和。
家户的预算约束如下：

∑
ｊ∈ｅｍｐ
ｃｊ＋（１－Ｎ）ｃｎｐ＝∑

ｊ∈ｅｍｐ
ω（ｈｊ）＋（１－Ｎ）ωｎｐ＋Π０＋Τ ， （９）

其中ω （ｈｊ）和ωｎｐ分别代表就业者ｊ和非就业者获得的收入，Π０ 是家户从企
业部门获得的税后净利润，Τ 是家户从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
上述家户效用最大化问题关于消费的一阶条件是ｕ′ （ｃｎｐ）＝ｕ′ ［ｃｊ－

ｇ （ｈｊ）］，ｊ∈ｅｍｐ。因此，ｃｎｐ＝ｃｊ－ｇ （ｈｊ），ｊ∈ｅｍｐ，这意味着每个就
业者从工时当中获得的效用损失会在消费层面被完全补偿。从这个意义上，
家户内部的不同成员分摊了劳动力市场风险。
家户效用最大化问题关于就业率Ｎ 的一阶条件为：

ω０ （１－φ）ｕ′ （ｃ
ｎｐ）＝ξ， （１０）

其中φ≡ω
ｎｐ／ω０ 是替代率，也即非就业者的收入占就业者基本工资的比率。

式 （１０）的含义是，工作的边际回报等于边际效用损失。

四、数　　据

本研究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企业的年末职工人数，我们能
够观测到企业的员工人数的年度净变化。要讨论降成本对企业动态的影响，
使用近期的数据比较理想。但是在我们获得的数据里，绝大部分企业２０１２年
年末的职工人数与２０１１年相比几乎没有变化，而２０１３年年末与２０１２年年末
相比又有着很大幅度的增加。另外，２０１０年数据质量较差４，而且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企业雇工行为势必造成重大冲击。考虑到数据的可信
度以及排除宏观层面的重大扰动，我们最终选取了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这一段相对

４ 谭语嫣等 （２０１７，第１７７页）提到，２０１０年数据存在严重的错误和缺失，因此没有被他们纳入其研
究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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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静的时期中，所有制类型没有改变的企业。另外，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
可能在行业类型、工资制度、被赋予的社会责任５、市场影响力、融资成本、
进入和退出机制等方面有所差别，本文中我们专门关注了非国有企业的降成
本问题。为简便起见，后文我们统称其为 “企业”。
假设每个企业内部的员工是同质的，因此企业不会在雇用新员工的同时

解聘老员工，而现实中工人的流动会大于岗位的流动，因为每一个岗位的流
动必然包含一个工人的流动。６我们根据数据中企业ｉ在ｔ年年末的员工人数ｅｉｔ
定义员工数量的净变化率为７：

ｉｉｔ＝
ｅｉｔ－ｅｉ，ｔ－１
ｅｉ，ｔ－１

． （１１）

在式 （３）中，我们参照Ｃｏｏｐ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定义了企业的收益，并且
能够证明８，单位劳动力的收益是单位劳动力的产值乘以一个常数。我们虽不
能在数据里观察到式 （３）定义的企业收益Π，但能够容易地观测到企业的产
值Ｒ。劳动力的边际收益在企业间的变化ｓｔｄ ［ｌｏｇ （Π／ｅ）］，能够反映
劳动力在企业之间配置的有效性，这种有效性受到税费、劳动力调整成本、
借贷成本、进入成本、运营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可以证明，ｓｔｄ ［ｌｏｇ （Ｒ／

ｅ）］＝ｓｔｄ ［ｌｏｇ （Π／ｅ）］成立。ｓｔｄ ［ｌｏｇ （Ｒ／ｅ）］可以在数据里直接
观察到，作为我们在估计过程中要用到的一个矩，它对于我们要估计的参数
非常敏感，同时也是衡量劳动力要素在企业之间配置有效性的一个重要指标。

五、估计方法和估计结果

在这一部分，我们首先介绍估计方法，然后展示估计结果。

（一）模拟矩方法

我们用模拟矩方法估计的参数向量为Θ＝ （τ，β，ζ，ν，Ｆ
＋，Ｆ－，γ＋，

γ－，Γ，α，ρ，σ，ω０），参数 （ω１，ξ，κ）由校准的方法估计出来。对每一
组参数的值，我们用数值方法计算出企业动态优化问题的政策函数，即基于
当期盈利能力和上一期末员工人数 （Ａ，ｅ－１），选择当期的员工人数和工时
（ｅ，ｈ）。企业之间在行业、地区、劳动力密集程度等方面存在很多差别，这
些都像 （Ａ，ｅ－１）一样，会影响企业的动态优化问题的最优选择。这些差异

５　Ｃｏｏｐ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发现国有企业对就业稳定的关注更加强烈。
６ 见Ｂｕｒｇｅｓ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７ 为了避免员工数量过大或者过小的企业对于估计结果的干扰，我们在等式两端分别去掉了２．５％的
企业。另外，我们去掉了产值、固定资产、员工人数、工资这些变量中其中一个或者多个小于等于零
的企业。
８ 由于篇幅限制，证明过程并未呈现出来，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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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简化式回归中很容易控制，但在动态优化模型中会大大增加状态空间维度，
在操作上几乎不可行，因此我们不作考虑。
基于政策函数，我们模拟一批企业的行为９，然后据此计算出模拟的矩。

模拟矩方法就是要找到参数向量Θ，使得模拟的矩ψ
ｓ （Θ）与数据的矩ψ

ｄ 尽

量吻合。具体地，我们要通过数值方法求解下面的问题：

Ｌ （Θ）＝ｍｉｎ
Θ
［ψ
ｄ－ψ

ｓ （Θ）］′Ｗ ［ψ
ｄ－ψ

ｓ （Θ）］， （１２）

其中Ｗ 是权重矩阵，通过对数据作１　０００次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抽样，计算这１　０００组
矩的方差－协方差矩阵并求逆矩阵得到。直观地讲，加上权重矩阵是为了给
方差大的矩更小的权重。式 （１２）的优化问题解出的统计量Ｌ 可以被用来判
断模型的拟合性好坏，对同一组选定的矩，Ｌ 统计量越小，对数据的拟合程
度越高。
表１呈现了模拟的矩和数据的矩。选择这些矩是因为它们受参数的影响

较大，从而便于利用模拟矩方法估计出相应的模型参数。表１的第一行，企
业员工人数的对数的序列相关系数，与调整成本函数当中的二次项系数ν高
度关联。表１的第二行，企业人均产值的对数的标准差，又与工资函数式
（４）当中的参数ζ关系密切。因为当企业面临盈利能力冲击时，如果工资对
于工时的弹性ζ很大，那么企业倾向于调整员工人数ｅ而非调整工时ｈ，这就
会造成企业人均产值的标准差比较小的结果。调整成本函数中的所有参数都
会直接影响企业员工人数的变化率。企业的退出率又与运营成本Γ 关系最为
密切。企业收益函数的ＯＬＳ估计值α＾，ρ＾，σ＾ 尽管由于内生变量 （因为企业当
期的员工人数ｅ受到当期的Ａ 的影响）、缺省变量 （因为我们并不能在数据里
直接观测到工时）等原因，会存在缺陷，但它们却包含了关于企业收益函数
的相关参数———α，ρ，σ的信息。企业员工人数ｅ的中位数受基本工资ω０ 的
影响很大，而基本工资是模型的内生变量，它与模型的所有参数都相关。此
外，表１中的所有矩都受到折现率β的影响。

表１　模拟的矩和数据的矩

模拟的矩 数据的矩

ｃｏｒｒ［ｌｏｇ （ｅｉｔ），ｌｏｇ （ｅｉ，ｔ－１）］ ０．９３４　 ０．９１２

ｓｔｄ ［ｌｏｇ （Ｒ／ｅ）］ １．１７４　 ０．９８０

员工人数变化率属于下列区间的企业份额

　 （－!，－０．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５９

　 ［－０．２，－０．１） ０．０６７　 ０．０５３

　 ［－０．１，０） ０．１０３　 ０．１０３

９ 我们模拟了２　０００个企业在６００期的行为，生成面板数据，据此计算模拟的矩，并通过去掉前２００期
消除初始状态对矩的计算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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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模拟的矩 数据的矩

　０　 ０．４９８　 ０．３４９

　 （０，０．１］ ０．１３０　 ０．１２１

　 （０．１，０．２］ ０．０３４　 ０．０７４

　 （０．３，!） ０．０７８　 ０．１５８

ｅｘｉｔ　ｒａｔｅ　 ０．０５３　 ０．０７１

α^ １．００８　 ０．７０３

ρ^ ０．７８３　 ０．８５４

σ^ １．１７０　 ０．８７９

ｍｅｄｉａｎ （ｅ） １３１．６　 １０４．２

Ｌ／１　０００　 １９４ —

　　注：ｃｏｒｒ［ｌｏｇ （ｅｉｔ），ｌｏｇ （ｅｉ，ｔ－１）］代表企业员工人数的对数的序列相关系数。ｓｔｄ ［ｌｏｇ （Ｒ／

ｅ）］代表单位员工的产值的对数的标准差。计算员工人数净变化率以及对应区间的企业份额时，按照

企业员工人数设定权重，员工人数越多的企业权重越大。ｅｘｉｔ　ｒａｔｅ代表企业的退出率。α^是企业产值的

对数对员工人数进行ＯＬＳ回归的系数，控制了年份、省份、行业。ρ^和σ^分别代表企业盈利能力的对

数的一阶自回归系数和随机扰动项的标准差。ｍｅｄｉａｎ （ｅ）代表员工人数的中位数。Ｌ 是式 （１２）的

值。增长趋势已经从各个矩中去掉。

（二）估计结果

表２报告了参数的估计结果。在表２中除了最后三个参数，其余参数都
是由模拟矩方法估计出来的。表２的第一行显示，企业缴纳的综合税费占税
前利润的４３％，该值虽然高于２５％的公司税税率，但是如果我们把τ解读为
企业缴纳的税款和政府性收费，这一数字就显得比较可信。１０

表２　估计结果

参数 估计值 标准差

τ ０．４３０＊ ０．０１９

β ０．９５２＊ ０．００７

ζ ３．１７６＊ ０．３７５

ν ２．０１３＊ ０．２１３

Ｆ＋ ０．００００５　 ０．０２２

Ｆ－ ０．１５４＊ ０．０３０

γ＋ ０．１７６＊ ０．０６５

１０ 世界银行 （２０１７，第１９９页）公布的报告显示，１９０个国家的企业平均税率为４０．６％，中国则高达
６８％。若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计算本文的估计结果，则企业税费占税后利润的７５％。



第３期 吴化斌、鄢　萍：企业降成本的路径选择 ９７７　　

（续表）

参数 估计值 标准差

γ－ ０．０４７＊ ０．０２０

Γ ２８６＊ ２０．３

α ０．２３６＊ ０．０１０

ρ ０．９８４＊ ０．００１

σ ４．９１９＊ ０．１３０

ω０ ０．２８７＊ ０．０１６

ω１ ０．００００００７ —

ξ ０．０９６ —

κ ３　０５５ —

　　注：表２的第二列是参数的标准差。参数 （ω１，ξ，κ）是由校准的方法估计出来的，因此没有汇
报标准差。调整成本参数 （Ｆ＋，Ｆ－）表示的是固定的调整成本占稳定状态下企业平均收益的份额。

为了提高拟合效果，只有当员工人数增 （降）幅在５％以上时才需要承担固定成本。显著的估计结果

用＊标注。

在表２的第二行里，我们注意到折现因子β＝０．９５２，根据平滑消费的假
设可得，企业面临的平均实际净利率为ｒ＝１／β－１＝５％，高于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事实上，我们使用的非国
有企业数据里只包含年销售额在５００万元以上的企业，对于众多的民营中小
微企业而言，其面临的实际利率比５％可能还要高得多，更遑论 “融资难”的
窘境。尽管不同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与平均利率会存在大小不一的差距，但
变动趋势总体上会保持一致，因此平均利率ｒ的下降即折现因子β的上升可
以代表企业融资成本的下降。因为β也是影响企业劳动力需求的重要因素，
我们把β也作为一个参数来估计，而没有把它设为一个常数。
调整员工数量的二次项调整成本ν＞０，说明企业员工数量的变化率越大，

调整人数就越困难。表２的结果还显示，在调整员工数量时，减少员工数量
的固定成本占企业平均收益的１５％，而增加员工数量的固定成本则可以忽略
不计。在现实中，这可能是因为企业裁员需要走的程序比较烦琐，或者重新
安排生产流程的成本比较高。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在调整员工数量时，线性
的调整成本γ＋几乎是γ－的３倍。表明在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间，在 《劳动合同
法》还未施行时，按人头支付的解聘补偿也许并不普遍，而企业招工的成本
却相对较高，这可能是由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畅导致的。解聘补偿 （γ－）相
当于年基本工资 （ω０）的１６％，几乎相当于两个月的基本工资。
企业的运营成本 （Γ）相当于２８６个工人的基本工资。工人的基本工资

（ω０）是０．２８７，而模型的稳定状态下企业的平均收益 （Π）是２９１，这意味着
企业的运营成本相当于企业平均收益的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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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当中最后三个参数用如下的方法校准。根据稳定状态下工人的工时
等于４０，我们校准出ω１。仿照Ｃｏｏｐ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我们设定φ＝０．３，也
即非就业者的报酬 （社会保障）占就业者基本工资的３０％。由家户的预算约
束式 （９），我们算出非就业者的消费ｃｎｐ。根据家户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

ω０（１－φ）ｕ′ （ｃ
ｎｐ）＝ξ，我们校准出ξ＝０．０９６。进入成本κ由企业的自由

进入条件式 （７）计算出来。１１

六、政策试验

本部分考察多种降低企业成本的举措对企业用工行为以及宏观经济的影

响。基于第五部分的估计结果，我们通过政策试验，多维度衡量 “降成本”
在稳态均衡上的作用效果。在表３和表４里，我们报告了各项 “降成本”举
措的宏观效应以及生产率效应。两个表的第一行 “基本模型”都是基于第五
部分估计出来的模型参数，其后的每项政策都会在基本模型上改变相应的一
个到两个参数，但保持模型的其他参数不变。

（一）降成本举措的宏观影响

不同于局部均衡的是，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工资会随着政策的变化发生
调整。例如，根据企业的自由进入条件式 （７）的时间设定，只有企业进入后
才能发现自己的盈利能力。一方面，如果通过制度上的改革简化注册审批流
程从而降低企业的进入成本，将给更多的企业家试水的机会，这有利于更多
潜在高盈利能力的企业进入市场；另一方面，随着大量的企业涌入市场，它
们会为生产要素而竞争，从而抬高要素价格，进而把低效率的企业挤出市场，
进而带来经济整体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Ｍｅｌｉｔｚ（２００３）正是基于这种一般均
衡机制，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降低企业的进入成本之
后，由于企业对劳动力要素的竞争推高了均衡工资，均衡下总就业不一定会
上升，而企业优胜劣汰也会导致均衡下企业数目不一定会上升。这一预测在
表３的第１０行得到了印证：当把进入成本降为基本模型的９０％后，在稳态均
衡下，基本工资和人均工资都会上升，企业数目和总就业却分别下降了８．１％
和１３．８％；由于上面描述的优胜劣汰机制，人均净产出提升了４．５％。由此
项政策试验看来，政府通过简化企业注册审批环节降低企业的进入成本这项
举措，并不利于总就业。

１１ 事实上，进入成本κ是模型的基本参数，而基本工资ω０ 是模型的内生变量。通常的流程是先用
ＳＭＭ方法估计出κ，然后根据式 （７）计算出ω０。为了方便计算，我们选择了先估计ω０，再用式 （７）
计算κ。两种方法是等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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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政策试验：宏观影响

政策 ω０ ω
－ Ｎ 退出率 人均净产出 企业数 福利

基本模型 ０．２８６６　 ０．４１８６　 ０．７５１　 ０．０５２８　 １．２６１９　 １０　０００　 ０　　

τ×０．９　 ０．２８７９　 ０．４１８５　 ０．７２３８　 ０．０５２８　 １．２７２３　 ９　６５２　 ０．７１％

ｒ×０．９　 ０．３００８　 ０．４３６８　 ０．８１１９　 ０．０５１８　 １．２６３５　 １１　３７４　 ４．３６％

Γ×０．９　 ０．２９６７　 ０．４３３２　 ０．６５０１　 ０．０５１７　 １．３４９７　 ９　１５０　 ４．５４％

ν×０．９　 ０．２８８４　 ０．４１９６　 ０．７３６１　 ０．０５２５　 １．２６９４　 ９　８６１　 ０．７８％

Ｆ＋×０．９　 ０．２８６６　 ０．４１８６　 ０．７５１０　 ０．０５２８　 １．２６１９　 １０　０００　 ０

Ｆ－×０．９　 ０．２８６６　 ０．４１８５　 ０．７４６８　 ０．０５２８　 １．２６２９　 ９　９４５　 ０．０５％

γ＋×０．９　 ０．２８６７　 ０．４１８４　 ０．７６３５　 ０．０５３０　 １．２６０７　 １０　１４０ －０．０７％

γ－×０．９　 ０．２８６６　 ０．４１８４　 ０．７５４０　 ０．０５２８　 １．２６２４　 １０　０３２ －０．０２％

κ×０．９　 ０．３０３１　 ０．４４２６　 ０．６４７５　 ０．０５３９　 １．３１８８　 ９　１８９　 ６．８％

τ×０．９，ｒ×０．９　 ０．３０２１　 ０．４３５７　 ０．８５５２　 ０．０５１８　 １．２６３７　 １１　９２７　 ４．３５％

ν×０．９，ｒ×０．９　 ０．３０２６　 ０．４３７９　 ０．８０７６　 ０．０５１６　 １．２６９４　 １１　３５８　 ５．０２％

Γ×０．９，ｒ×０．９　 ０．３１１９　 ０．４５１５　 ０．９２９７　 ０．０５２４　 １．３１３３　 １３　４９０　 ６．９７％

κ×０．９，ｒ×０．９　 ０．３１７６　 ０．４６０５　 ０．８２２８　 ０．０５３１　 １．３０１２　 １２　１３１　 １０．０４％

　　注：基本模型是第五部分估计的模型。ｒ×０．９是把企业的借贷利率降为基本模型９０％的政策试

验。ω０是基本工资。ω
－ 是企业的平均工资，其中包含了加班工资。Ｎ 代表总就业。人均净产出是去掉

了劳动力调整成本、进入成本、运营成本之后的平均每个工人的产出。基本模型中，企业数被标准化

到１０　０００。“福利”这一列指的是，要达到相应政策下的家户的效用水平，基本模型中家户的消费要增

加或者降低的百分比。

同理，如果政府通过实施减税降费降低了在位企业的负担，在局部均衡
下，由于基本工资不会发生调整，这意味着相对于基本模型，更多的企业能
够存活。但是在一般均衡下，我们从表３的第２行可以看出，把在位企业的
税费负担降低１０％，一方面会刺激企业的进入，但另一方面，企业之间对劳
动力要素的竞争把均衡的基本工资推高了０．４５％，从而又会抑制企业的进入。

在稳态均衡下，企业的进入率等于退出率。表３显示，在上述两方面因素的
共同作用下，企业的进入率和退出率并没有相对于基本模型发生变化，而企
业数目还有３．５％的减少。同上一段的机制一样，减税减少了经济当中的扭
曲，鼓励了企业之间的竞争，从而提高了人均净产出，而总就业却萎缩
了３．６％。

在表３的第３行里，我们报告了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的影响。如果民营
企业的融资成本能够从５％降低到４．５％，均衡的工资、就业、人均净产出以
及企业数目都会增加。企业融资成本的降低在我们的模型里表现为折现因子β
的提高。从直觉上讲，企业的折现因子越高，意味着在位企业的现值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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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更多的企业有意愿留在／进入市场，而企业之间对劳动力的竞争推高了基
本工资。同时，更高的折现因子意味着就业者的现值也越大，根据家户关于
就业率Ｎ 的一阶条件，人均消费和就业率也会更高。而且，企业变得更加有
耐心、更加有远见，也会让企业的退出率下降。
我们用参数Γ刻画企业的运营成本。现实中，作为企业经营的固定成本，

运营成本既包含企业日常运营维护的内部成本，又包含诸如企业应对政府监
管的外部成本。政府通过 “放管服”改革，提升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例
如，打造大数据应用平台让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通过减少政府干预
来减少企业的非生产性支出 （万华林和陈信元，２０１０），都能够从外部降低运
营成本。当企业的运营成本降低一成时 （表３第４行），还是由于前文所描述
的优胜劣汰机制，高效率的企业通过竞争生产要素挤出了低效率的企业，最
后，均衡的基本工资上涨３．５％，但就业率却萎缩了１３．４％。
表３的第５行至第９行显示了降低劳动力调整成本的影响。总体而言，

除了二次项的调整成本ν，劳动力调整成本的降低对宏观经济影响不大。当
然，由于前文讨论过的数据的限制，我们使用了２００８年 《劳动合同法》实施
之前的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企业数据。如果 《劳动合同法》被严格执行，那么近年
来企业面对的劳动力调整成本将比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要大得多。所以近几年从劳
动力调整成本角度讨论 “降成本”，仍然有意义。事实上，根据Ｃｏｏｐ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的研究，《劳动合同法》当中关于解聘补偿γ－的条款会把民营企业的

就业率拉低９．３个百分点，同时拖累民营企业的人均净产出达到１５％。而

Ｙａｎ （２０１５）基于企业层面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劳动合同法》会让低工资的
企业缩减雇佣规模。现实中，近年来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关于修改 《劳动合
同法》的呼声就一直不绝于耳。例如，《劳动合同法》中关于雇主与雇员须签
订劳动合同的规定，使得雇员在被解聘时能够用劳动合同作为依据来维护自
身权益，这相当于增大了参数ν、γ－、Ｆ－的值。从这个角度来看，要为企业
降成本，就要有一些针对具体情况 （例如对小微企业）的灵活就业条款。
如果单纯降低与制度有关的成本———减税降费，降低企业的劳动力调整

成本、运营成本、进入成本，对于就业的影响有限或者为负，我们不禁要问，
把降低制度成本和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结合起来，又会有怎样的效果呢？表３
的第１１行至第１４行报告了上述几项 “降成本”的举措与降低融资成本相结
合之后的均衡结果。我们看到，如果降低制度成本能够与金融改革同时推行，
除了降低劳动力调整成本 （第１２行）拉低了金融改革的就业效应，降低企业
融资成本对于就业的正向影响会被制度改革大幅放大。税费、运营成本、进
入成本分别１０％幅度的降低，辅以融资成本１０％的降低，将把就业率相应推
高１０．４个、１７．９个、７．２个百分点。同时，平均工资和人均净产出也相比基
本模型有着大幅提高。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发现呼应了北京师范大学收
入分配研究院 “中国劳动力成本问题”课题组 （２０１６）发出的 “降成本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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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工资”的声音。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并不是零和博弈，为企业降成本，应该
从体制改革中要红利，通过减少市场中的摩擦、降低制度成本、逐步纠正金
融抑制、实现要素在企业之间的优化配置来实现。
现实中，２０１４年中国的商事制度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改革的主要举

措有：改年检为抽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 “多证合一”、全程电子化等。这
些改革显然有助于降低运营成本和进入成本。不过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如
果在推进商事制度改革的过程中，结合金融改革，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则
可以形成合力，明显扩大改革成果。

除了就业和平均工资，我们还考察了各种降成本的措施对社会福利的影
响。表３的最后一列报告的是要达到相应政策下家户的效用水平，基本模型
中家户的消费要增加或者降低的百分比，其中正数代表福利增加１２。我们看
到，融资成本的降低放大了降成本举措的福利增益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ｇａｉｎｓ）。把税费、

运营成本、进入成本分别降低１０％，与融资成本降低１０％结合起来，以消费
计量的福利增益分别达到４．３５％、６．９７％和１０．０４％。

（二）降成本举措对生产率的影响

要素在企业之间的配置效率关乎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 （例如 Ｈｓｉｅｈ　ａｎｄ
Ｋｌｅｎｏｗ，２００９：Ｒｅｓｔｕｃｃｉａ　ａｎｄ　Ｒｏｇｅｒｓｏｎ ，２００８）。Ｒｅｓｔｕｃｃｉａ　ａｎｄ　Ｒｏｇｅｒｓｏｎ
（２００８）的研究表明，对产品和生产要素征税造成的要素在企业间的错配，会
造成全要素生产率３０％—５０％的损失。鄢萍 （２０１２）研究了资本的调整成本
和金融扭曲对中国的资本错配程度的影响，发现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面临
的借贷利率的差异是导致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的最主要原因。在这一小节里，

我们用多种方式度量要素在企业之间的配置效率，用以评价各种降成本的举
措对于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企业动态的深度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ｒｇｉｎ）
上，这些举措影响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决策；在企业动态的广度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ｒｇｉｎ）上，这些举措影响企业的进入和退出。通过这两种渠道，影响劳动
力在企业之间的流动。
表４的第１列，“劳动力转移”表示的是创造岗位 （ｊｏｂ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和裁减

岗位 （ｊｏｂ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的比例之和。这个数值越大，代表劳动力的流动越频
繁。我们发现，单纯降低调整成本的二次项系数ν （第５行）对劳动力流动的
促进作用最大。根据Ｃｏｏｐ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该系数越大，表明企业和政策当
局越注重企业层面就业量的稳定。第５行的配置效率的指标显示，该系数的
降低有利于劳动力跨企业配置效率的提升。因此，应适度提高政策当局对跨
企业人员流动的容忍度。

１２ 降低线性的调整成本会带来少量的福利损失，原因是就业率增大从而劳动力供给增加给家户福利带
来的损失，超过了产出增加从而消费增加给家户福利带来的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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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政策试验：对生产率的影响

政策 劳动力转移Ｅ （Ａｉｔ）Ｅ （ａｐｌｉｔ）ｓｔｄ ［ｌｏｇ （ａｐｌｉｔ）］ｃｏｖ（Ａｉｔ，ｓｉｔ）ｃｏｖ（ａｐｌｉｔ，ｓｉｔ）

基本模型 ０．０８８１　 ４９．６２６　 ２．３７６２　 １．１７４５　 １６．７７１　 ０．６０２６

τ×０．９　 ０．０８５４　 ５０．６１８　 ２．３８９６　 １．１５８７　 １７．７３１　 ０．６３４９

ｒ×０．９　 ０．０８７６　 ５０．４１８　 ２．４８０５　 １．１６０２　 １７．６２５　 ０．６５３８

Γ×０．９　 ０．０８８２　 ４９．７４２　 ２．４８３９　 １．１７３１　 １６．９７４　 ０．６４９１

ν×０．９　 ０．０９１１　 ５０．６４７　 ２．３９４３　 １．１４７２　 １７．８１８　 ０．６３０８

Ｆ＋×０．９　 ０．０８８１　 ４９．６２６　 ２．３７６２　 １．１７４５　 １６．７７１　 ０．６０２６

Ｆ－×０．９　 ０．０８７９　 ４９．７０５　 ２．３７７１　 １．１７２８　 １６．８５ 　　０．６０４７

γ＋×０．９　 ０．０８７８　 ４９．７５６　 ２．３７４４ 　　１．１７０４　 １６．８６８　 ０．６０５１

γ－×０．９　 ０．０８７９　 ４９．７２９　 ２．３７５４　 １．１７２３　 １６．８７４　 ０．６０５０

κ×０．９　 ０．０８４７　 ５０．６５８　 ２．５３４５　 １．１４８１　 １７．４８２　 ０．６５８６

τ×０．９，ｒ×０．９　 ０．０８７６　 ５１．４１５　 ２．４７８４　 １．１４３５　 １８．６４８　 ０．６８２４

ν×０．９，ｒ×０．９　 ０．０９１５　 ５１．３８４　 ２．４９６　 １．１３２２　 １８．５９２　 ０．６７７６

Γ×０．９，ｒ×０．９　 ０．０９２３　 ５０．３２８　 ２．５４４３　 １．１５５　 １７．６５９　 ０．６６８２

κ×０．９，ｒ×０．９　 ０．０８６６　 ５１．２４６　 ２．６１３４　 １．１３１１　 １８．１７　 ０．６９２７

　　注：ｒ×０．９是把企业的借贷利率降为基本模型９０％的政策试验。劳动力转移是创造的工作岗位和

裁减的工作岗位的总和占总岗位数的比例。ｓｉｔ是企业ｉ在ｔ期的员工人数占所有企业总员工人数的份

额。Ｅ （Ａｉｔ）是企业盈利能力的期望。ａｐｌｉｔ是企业ｉ在ｔ期的人均产出 （收益）。Ｅ （ａｐｌｉｔ）是企业人

均产出的期望，用企业大小作权重。ｓｔｄ ［ｌｏｇ （ａｐｌｉｔ）］是企业人均产出的自然对数的标准差。ｃｏｖ

（Ａｉｔ，ｓｉｔ）代表企业盈利能力与企业份额的协方差。ｃｏｖ（ａｐｌｉｔ，ｓｉｔ）代表企业人均产出与企业份额的

协方差。所有的统计量都是模拟的数据的时间序列平均数。

表４的第２列是企业盈利能力Ａｉｔ的期望。而第３列是企业的人均产出

ａｐｌｉｔ （用企业大小作权重）的期望。通过把各项降成本的措施与基本模型相比
较，我们发现，各项降成本措施均使得这两个指标升高 （除了降低劳动力的
线性调整成本），代表要素配置更有效。在单纯的政策试验中，降低进入成本
对这两个指标影响最大。而加入了降低融资成本的政策组合 （最后四行）又
能够增强单纯的降成本政策的效果。以降低进入成本为例，单独把该成本
降低１０％能够使全社会的人均产出 （第３列）增加６．７％，但如果再加上

１０％的融资成本的降低，全社会的人均产出能够增加１０％。另外，降低企
业融资成本政策的助力，也使减税对人均产出的提升幅度从０．５６％增加
至４．３％。
我们能够证明，人均产出与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成比例。因此，人均产出

的对数的标准差ｓｔｄ ［ｌｏｇ （ａｐｌｉｔ）］也等于边际产出在企业间的离散程度，能
够反映劳动力跨企业配置的有效程度。在一个没有摩擦的经济中，各个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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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应该相等。观察表４的第４列，我们看出这个标准差在
各项降成本政策中均有所降低，显示降成本举措减少了市场的摩擦，从而改
善了劳动力要素的配置，而降低融资成本又进一步增强了通过降低其他成本
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效果。

在表４的最后两列里，我们报告了企业的盈利能力与企业占全社会劳动
力份额 （ｓｉｔ）的协方差，以及企业的人均产出与企业占全社会劳动力份额的
协方差。政策试验的结果表明，降成本使得更多劳动力流向了高生产率的企
业。在这些降成本的政策中，减税结合降融资成本、降进入成本结合降融资
成本这两项举措的效果尤为令人瞩目。

七、结　　论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劳动力调整成本和企业进入－退出的一般均衡模型，

分析各种降成本的举措对于宏观经济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我们使用了企
业层面的微观数据，用模拟矩方法估计了模型的参数，并基于这些参数进行
了政策试验。结果表明，减税、降低运营成本或者降低进入成本的单一政策
尽管能够带来人均产出的提高，但是会造成就业率的下降；如果与降低企业
的融资成本相结合，只要融资成本能够有１０％的下降，就业、人均产出、劳
动力在企业之间的配置效率均可以得到显著的提高。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

为企业降成本应以减税降费、提高政府服务企业的水平、优化注册审批流程、
发展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为核心抓手。

囿于模型的限制，我们把目光聚焦于融资成本、税费成本、进入成本、

运营成本以及劳动力的调整成本，而并未讨论土地、能源、原材料、物流成
本。事实上，单从制度成本和融资成本入手，降成本的改革红利已然潜力巨
大。并且，我们的研究发现，降成本并不意味着降工资，税费、运营成本和
进入成本分别１０％的降低，辅以融资成本１０％的降低，就能把就业率相应推
高１０．４个、１７．９个和７．２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平均工资也能够分别提高

４％、７．９％和１０％。降成本不仅关乎企业的利润和存亡，也对改善收入分配
有着重要的正面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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